台湾“银元案”侦破记

屠文焕口述　朱振林整理

1949年黎里解放后，出于对新生革命政权的畏惧和生存压力，匪首胡伯龙带领百余名土匪向解放军投诚；6月，集中湖州整训，为期三个月。可本性难移，革命军队严明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紧箍般束缚得这些匪徒浑身不舒服。于是，瞅了个空子，百来号胡匪集体出逃，继续其为匪生涯，并处心积虑地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挂上了钩。

11月某日，上海松江县海滩边，肖心正（时在上海市军管会特科）和金大鹏（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同为黎里籍的两位中共原地下党员，此刻，正悠闲漫步，畅叙同乡情，互诉革命志。“嘟嘟嘟，的的的”，一阵为他们所熟悉的无线电发报声响，隐隐地，从海滩芦苇丛中传来。两人屏气蹑足、循声而去，查明声音发自隐藏在苇丛的一艘汽艇，艇上还龟缩着一伙形迹可疑的人。当即，大鹏留下继续监视，心正急奔附近单位借打电话报告市军管会。一会儿，军管会派出解放军小分队展开现场搜捕，不料对方枪击反抗，双方激烈枪战过后，艇上人员被击毙1人，其余3人被俘，解放军缴获汽艇1艘、装满银元的大旅行箱4只以及台湾特务机关颁发给胡伯龙匪帮大小头目的“‘反共救国军’委任状”20多份。经审讯知，这伙台湾特务是被派来与太湖胡伯龙匪帮取得联系，商讨所谓“反共救国”大事的，击毙的那人是国民党特派员，被俘3人的身份分别为特派员的随从秘书、发报员和汽艇驾驶员；银元将用为武装暴乱的“军饷”，委任状则代表“老头子”对胡匪的信任和精神嘉奖。

审清案情后，上海军管会当机立断、将计就计，决定由肖心正冒充特派员，金大鹏冒充随从参谋兼秘书，跟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特务接上了关系；经潜伏特务与台湾方面联系证实：来者是“自己人”，银元、委任状都货真价实。于是，“特派员”在多方协调、通盘考虑后决定，择日于上海华懋饭店（后改名和平饭店）召开淞沪“反共救国军”成立大会；受“特派员”指示，潜伏特务秘密通知：是日，反共救国军骨干分子20余人务必出席（要接受“委任状”与领饷），同时要求参加会议者务必带齐部下所有人（要注明姓名、地址等）的花名册（无一遗漏、核发“军饷”）。在我方周密部署下，在我军管会特工人员的机智英勇面前，结果可想而知：会期届临，众匪徒兴冲冲前来领取任命状和银元，等待他们的是恢恢法网。包括匪首胡伯龙、计家桢（台湾方面拟任两人分别为“反共救国军”淞沪指挥区正副司令，胡伯龙兼淞沪地区行政督察专员，计家桢兼杭嘉湖行政督察专员，两人行政隶属职务为地区行政督察员）在内的20余名匪特分子被一网打尽。后来的个把月内，我公安部门一“册”在握，“按图索骥”，“请君入瓮”，苏浙沿海的匪特悉数被擒。在吴江县庭审胡伯龙时，县司法科崔志英同志任审判法官，当庭宣布胡伯龙的罪状，屠文焕同志为工人纠察队长，负责宣判大会的安全保卫。

1950年3月，审讯查实罪证后，匪首胡伯龙被枪毙在黎里，计家桢被处决在浙江王江泾，其他敌特罪犯都受到应得的法律惩治。案件处理毕，人民政府、公安部门在王江泾召开了“东南匪特罪证展览会”，沪、苏锡常与杭嘉湖各县都派人前往参观。

真可谓：游击司令化黄粱，银元委状飞纸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卿卿胡伯龙性命。

